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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太王陵墓主“广开土王"说的反思 
— — 出土铭文铜铃再研究 

赵俊杰 马健 
(1．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2．长春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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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太王陵出土铭文铜铃的考察，否定了以往学界关于太王陵墓主“广开土王说”的依据，指出该铜 

铃为高句丽广开土王在即位元年(391年)制造的祭祀父亲故国壤王的器物 ，也不排除其为随葬品的可能。太王陵墓 

主当为故国壤王，相应的，将军坟或为广开土王陵。 

KEYW ORDS：Goguryeo，Mausoleum of ng Gwangaeto，Tomb occupant，Bronze bell with inscriptions， ng Gwang- 

gaeto， ng Gogugyang 

ABSTRACT：Accordingto thetextual analysis oftheinscription Oll abronzebellfrom theMausoleum  of n叠Gwangae— 

to，the authors challenge the dominant~ewpoim in previous literature that the occupant of the mausoleum  belonged to I(ing 

Gwangaeto．Instead，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is bell was made in 391 AD．by l(ing Gwangaeto as a sacrificial offering to his 

passed father King Gogugyang or as a burial good．In this case，the occupant ofthe Mausoleum of ng Gwangaeto should be- 

long to King Gogugyang，and accordingly the SO-c~led Genera’s tomb should be long the ma usoleum of ng Gwangaeto． 

王陵的确认与墓主的推定历来都是高句丽 

考古的重要课题之一。自上世纪前叶起 ，太王陵 

就以其巨大的规模成为高句丽积石墓王陵的重 

点研究对象，但学界对其墓主的争论多年未能取 

得一致意见。近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 

位于集安的高句丽积石墓王陵进行了全面的调 

查与发掘 (发掘报告 以下 简称 为《王 陵报 

告》)，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同时，发现的新材 

料也引发了新一轮的研究高潮，其 中尤以出土 

“辛卯年好太王口造铃九十六”铭文铜铃的太王 

陵最为引人注 目。《王陵报告》将此铭文铜铃视 

作该墓为广开土王陵的重要证据，最近又有研究 

将铭文中未释读的一字释为“歧”字 (以下简 

称“岐字说”)，更强化了这种认识，但却都未提 

出有说服力的依据。从字面上看，铜铃铭文的问 

题点有三，一为“辛卯年”的对应年代，二为“好 

太王”的指代对象，三为铭文第七字的释读。本 

文拟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管窥，旨在检讨已有广泛 

影响力的太王陵墓主“广开土王说”，不当之处， 

敬请方家斧正。 

一

、“辛卯年”对应年代推定 

对于“辛卯年”的绝对年代，目前学界主要 

有公元 331年、391年与 451年三种观点，其中 

331年为高句丽故国原王元年，391年为广开土 

王元年，而451年则为长寿王三十九年。持“331 

年”说的学者推定太王陵为故国原王陵 ，此见 

解值得商榷。首先，从高句丽积石墓王陵的构造 

以及出土瓦当的谱系看，千秋墓一太王陵一将军 

坟(箭头代表年代由早及晚)的演变序列最为清 

晰，三者前后相继，中间并无缺环；再者，研究者 

普遍认为将军坟为积石墓王陵发展的最后阶段， 

时代晚于将军坟的王陵均应为封土石室墓。若 

将太王陵比定为故国原王陵，即使抛开长寿王不 

谈 J，也仍然会导致继故国原王之后即位的故国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11CKG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10&ZD085)与吉林大学基本业务费项 目 

(2011QG006)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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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B型青铜铃与石碑的样式演变 

1．03JMM1000：37(BI式) 2．03jym541：201(BI式) 3．03JYM541：123(BⅡ式) 4．03JYM540：4(B11I式) 

5．山城下 M1411石碑 6．禹山下 M1408石碑 

壤王与广开土王陵面临仅有将军坟可以对应的 

尴尬局面。其次，迄今已知的文献材料中，“好太 

王”均指广开土王，并无指代故国原王的实例，而 

331年距广开土王即位尚有六十年之遥，因此该 

说应者甚少也在情理之中。较之“331年”说，后 

二者因均与广开土王相关联而明显合理得多。 

目前学界普遍支持“391年”说，但多为理性推测 

而缺乏直接证据，若“辛卯年”为451年，将铜铃 

解释为长寿王祭祀父亲广开土王(好太王)的遗 

物亦不无道理。我们注意到，迄今各方学者对于 

“辛卯年”的推定，均以对铭文判读与太王陵墓 

主的推定结果为前提，却忽略了对铭文载体一铜 

铃本身的考察，而对上述两个前提的研究却尚未 

取得一致意见，这必然会导致对“辛卯年”认识 

的分歧。本文尝试以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考察铜 

铃形制所体现的时代特征，来解决“辛卯年”的 

对应年代问题。 

目前已报道发现青铜铃的高句丽墓葬有山 

城下 195号墓Ⅲ5j、万宝汀242号墓 J、千秋墓 、 

太王陵与禹山0540号墓 J，出土的青铜铃按形 

制的不同可分两型。 

A型：铃身肩部平直，有长环形鼻，下部稍 

圆，中部有对称的长条镂空，中有小石子铃舌，山 

城下 195号墓与万宝汀 242号墓的出土品属该 

型。 

B型：铃身上窄下宽，整体似甬钟形，顶面中 

间设一半圆形钮。按铃身形态的演变可分三式。 

I式：顶面椭圆形或橄榄形 ，铃身圆柱状，铃 

口内弧或内凹，如标本千秋墓03JMM1000：37(图 
一

，1)、03JYM541(太王陵)：201(图一，2)。 

Ⅱ式：顶面近圆形，铃身圆柱状，平口。标本 

太王陵03JYM541：123(图一，3)，本文探讨的铭 

文铜铃亦属该式。 

Ⅲ式：顶面六边形，铃身呈六棱柱状 ，铃口六 

边 稍 内 凹，均 出 土 于 禹 山 M0540。标 本 

03JYM0540：4(图一 ，4)。 

总体而言，B型铜铃的顶面形状经历了椭圆 

形一圆形一多边形的演变，铜铃的整体形态也由 

扁平向圆鼓丰满发展。如果不拘泥于铃这一器 

型，从更宏观的样式角度观察，集安山城下 1411 

号墓与禹山下 1080号墓 墓前竖立的所谓“石 

碑”(图一，5、6)的形态有可能是此种样式的后 

续发展阶段。 

万宝汀 242号墓中 A型铜铃与“s”型衔镳 

共出，该墓发掘简报根据这种衔镳与洛阳烧沟汉 

墓 Ⅱ型衔镳的相似性，推定该墓的时代约为 3世 

纪末 ，可知 A型铜铃时代较早。由于本部分 

重在探讨太王陵出土 BⅡ式铜铃的时代，因此对 

于 A型铜铃不再赘言。 

上文提到，千秋墓的时代早于太王陵已成定 

论，而伞座泡饰的演变表明禹山0540号墓的时 

代要稍晚于太王陵 。禹山0540号墓的B III式 

铜铃出土于东耳室内，说明铜铃与墓葬时代基本 

相当。该墓圹室内出土四耳展沿壶 4件，已复原 

其中的2件，器型颈部粗短、腹部圆鼓，具有相对 

较早的时代特征。加之这4件四耳展沿壶中仅 1 

件为釉陶器，釉陶器在陶器组合中所 占比例较之 

集安麻线沟 1号墓  ̈、长川 2号墓 的出土品 

明显偏低，属于高句丽釉陶初创期的产品，据此 

我们认为禹山0540号墓的时代可能约为5世纪 

前叶  ̈。由此结果反推，太王陵 BⅡ式铜铃的 

时代可能约为4世纪末 5世纪初，那么“辛卯年” 

当为公元 391年无疑。 

因． 

，
-． ? 一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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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好太王”称号指代对象分析 

太王陵已经过多次考古调查与发掘，“愿太王 

陵(岐)安如山固如岳”铭文砖几乎每次都有发现。 

好太王碑碑文记载广开土王号“永乐太王”，以往 

我国学者普遍根据此铭文砖中的“太王”铭文推定 

太王陵为广开土王陵，《王陵报告》又将 2003年度 

发掘中出土“辛卯年好太王口造铃九十六”铭文铜 

铃视作该墓为广开土王陵的力证。然而，“太王” 

与“好太王”称号是否专指广开土王?日本学者武 

田幸男已经对“太王”号的使用实例有过详尽的探 

讨_】 ，筱原启方也曾有精彩的论述  ̈，在此基础 

上我们又补充了《三国史记》中涉及“好”这一称 

号的相关记载，列为表一。 

表一 金石文与传世文献中“好”与“太王”称号出现的实例 

从出土文献分析，“太王”号最早出现于故 

国原王时期，直到长寿王，甚至文咨明王时期仍 

被使用，跨度从 4世纪中叶至6世纪。如好太王 

碑碑文所言 ：“二九登祚，号为永乐太王”(第一 

面第 5行)，“太王”号在广开土王生前就已经使 

用，显然这应是高句丽王的尊号而并非谥号，因 

此才会出现多位高句丽王都曾被称为“太王”的 

情形。“好”与“圣”的性质则不同于“太王”号， 

类似中原王朝用于帝王谥号 的“文”、“景”、 

“昭”、“穆”，应当属于“美谥”的范畴，考虑到目 

前尚不能遽断其使用在高句丽王生前还是死后， 

因此称之为“美称”似更为稳妥。笔者注意到， 

上表出土文献的内容中凡出现“好太王”者均专 

指广开土王，涉及其他高句丽王的称号中未见 

“好太王”。牟头娄墓墓志铭中“圣太王”称号虽 

出处 年代 编号 金石文(文献)内容 指代人物 位置 

① 国罡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 广开土王 第一面第 4行 

第四面第 5行 ② 国罡上广开土境好太王 广开土王 

第四面第 8行 

③ 永乐太王 广开土王 第一面第 5行 
好太王碑碑文 414正 

第二面第4行 ④ 太王 广开土王 

第二面第 7行 

⑤ 国罡上广开土境好太王 广开土王 第三面第2行 

⑥ 太王 广开土王 第三面第 7行 

壶杼塬出土壶杆铭文 ” 415年 ① 国罡上广开土地好太王 广开土王 第4行至第 5行 

① 国罡上圣太王 故国原王 第 lO行至第 11行 
牟头娄墓墓志铭 5世纪前叶 

② 国罡上口口土地好太圣王 广开土王 第44行至第 45行 

① 高丽太王 长寿王／文咨明王 前面第 1行 

中原郡高句丽碑碑文 449~／495莅 前面第 6行 ② 
太王国土 长寿王／文咨明王 左面第 3行 

盖内 瑞凤塬出土银合杆铭E∞ 451矩 太王教造合杆 长寿王 

外底 

太王陵出土铭文砖 4—5世纪 愿太王陵(峻)安如山固如岳 9 铭文砖长侧面 _ 

① 好壤王 美川王 美川王条 

② 明治好王 文咨明王 文咨明王条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③ 阳岗

上好王 阳原王 阳原王条 

④ 平岗上好王 平原王 平原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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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甚至迟至广开土王去世。 

我们首先讨论第一项假设的可能性。其一， 

根据《王陵报告》所言，作为墓葬的组成部分之一， 

太王陵阶坛外侧均有用石板铺排的散水，其中南 

侧散水外延约 18～22米，而铭文铜铃出土于阶坛 

南侧2．9米的散水层之上，时代晚于散水，显然不 

是墓葬开工前的遗物。其二，《三国史记 ·高句丽 

本纪第六》故国壤王条载：“九年(391年)⋯⋯夏 

五月，王薨”，表明广开土王即位时间不能早过是 

年五月，若铜铃铸造于同年年末，且最初使用的时 

间晚于太王陵竣工的时间，那么太王陵的修筑时 

间最长也只有区区七个月。石筑陵墓的修建需要 

经过石材的开采、加工、运输和修筑四个环节，太 

王陵一共使用大型石材逾2000块，以当时的人力 

物力，能否在短短七个月时间内修成规模如此庞 

大的陵墓尚有很大的疑问。以往在集安的调查已 

经发现高句丽时期采石场遗址，该采石场西南距 

集安县城23公里，位于当年高句丽北道边缘的通 

沟河畔，石料质地与太王陵、将军坟所用石材相 

同。调查者推测石材可能为春、夏、秋三季开采， 

趁冬季利用通沟河结冰进行运输 J，这等于从根 

本上否定了太王陵于391年建成的可能。那么铜 

铃是否使用于391年太王陵修建中呢?需要指出 

的是，第一项假设以 “寿陵制说”为先决条件，这 

也是《王陵报告》推定高句丽王陵墓主的重要前提 

之一，其引以为据的《后汉书 ·高句丽传》“生子 

长大，然后将还，便稍营送终之具”与《三国志 ·魏 

书 ·高句丽传》“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终之衣”的 

记载只提到高句丽保有子女成人和嫁娶后准备随 

葬用品的习俗，并未出现有关修陵建墓的只言片 

语，将古代文献表达的意思扩大化后再去附会今 

人学术观点的做法并不可取。相反，《三国史记 · 

高句丽本纪第二》闵中王四年条载：“夏四月，王田 

于闵中原。秋七月，又田，见石窟，顾谓左右日： 

‘吾死必葬于此，不须更作陵墓。’五年，王薨。”可 

见至少闵中王并未在即位后旋即修建陵墓，因此 

所谓高句丽“寿陵制说”还有待论据的进一步充实 

和验证。 

表面上看，第二项假设将铜铃的制造时间与 

使用时间分离，不拘泥于“寿陵制”这一不成熟 

的前提，有其合理性。但是，铜铃作为祭祀用品， 

不论历史上或是现今，都具有明显的使用时效性 

和使用场合的特定性 ，制造与使用时间的间隔必 

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这种特点在王室祭器， 

特别是纪年器的使用上体现得尤为显著。很难 

想象 ，391年好太王亲自下令制造的纪年铭文铜 

铃会出现在数年后，甚至自己死后“迁就山陵” 

时的祭祀现场。 

通过上文的讨论，本文倾向于得出以下两个 

结论：第一，高句丽的葬制中原本没有王即位伊始 

便修建陵墓的“寿陵制”，王陵的营建当始于高句 

丽王即位一段时间以后；第二，铭文铜铃为 391年 

当年制造，可能被作为祭祀物品使用。以此为前 

提，并不能推导出太王陵墓主为广开土王的结果。 

笔者以为，较之广开土王，太王陵的墓主更有可能 

为广开土王之父——故国壤王，这样一来铭文铜 

铃不仅合情合理地成为广开土王即位当年制造的 

祭祀父亲之物，原本在“广开土王说”前提下的许 

多缺陷就有了更为合理的解释，讨论的重心也不 

必执着于求证诸多假说的可能性。同样，“愿太王 

陵(峻)安如山固如岳”铭文砖中的“太王”应指故 

国壤王，而并非指代广开土王。 

包括铭文铜铃在内，本文列举的 B型铜铃平 

均通高约为 5厘米，质地、形制与尺寸相似的同 

类器在新罗金铃埭 、金冠埭 、天马壕 等 

墓葬内均有为数不少的发现，且与成套马具共 

出。上述新罗墓葬的发掘报告无一例外地称这 

类器物为“马铎”，以区别于器身呈球形的马铃， 

但二者均悬挂于马胸部的鞴带下起装饰作用，用 

途基本相同。由铭文可知，铜铃 自名为“铃”，似 

可修正以往对这类器物的定名。《隋书 ·高丽 

传》载：“死者殡于屋内，经三年，择吉 日而葬”， 

《北史 ·高丽传》因袭之。好太王碑碑文第一面 

第六行亦云“(广开土王)卅有九宴驾弃国，以甲 

寅年⋯⋯迁就山陵”，广开土王卒于公元 412年， 

葬于414年(甲寅年)，碑文纪事与文献记载两相 

印证，足见该条文献所言不误。故国壤王卒于 

391年，同理可推知其应下葬于393年，铭文铜铃 

的制造年代显然要早于故国壤王下葬的年代。 

该铭文铜铃发现于太王陵墓外填土中，已无法确 

知其原始埋藏环境，但铜铃铭文最后的数字“九 

十六”却表明广开土王在391年至少一次铸造此 

类铜铃九十六枚之多，联系到上述新罗墓葬中同 

类马铃的大量出土，我们有理由推测马铃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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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祭祀用品的使命后，可能最终成为太王陵 

(故国壤王陵)墓室内的随葬品。 

如前文所述，学界已公认千秋墓、太王陵、将 

军坟前后相继，处于积石墓王陵的最后发展阶 

段 ，因此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应当将太王 

陵墓主的推定问题纳入上述三座王陵墓主探索 

的体系内来通盘加以考虑。以往我国研究者多 

将其中编年最晚的将军坟墓主推定为长寿王，部 

分日韩学者亦持同样观点，牵一发而动全身，这 

也在客观上成为太王陵墓主“广开土王说”的旁 

证。由于长寿王于公元 427年迁都平壤，长寿王 

陵的所在便成为整个体系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魏存成认为“长寿王陵位于平壤，将军坟为‘虚 

宫” ，张福有则提出“包括长寿王在内的高句 

丽平壤时期所有王在死后均回葬故国祖茔”的看 

法 。显然，前者仍然以“寿陵制说”作为立论 

的部分前提，后者则并未得到文献资料与考古发 

现的支持，已遭到部分研究者的批评 。在之 

前的研究中，笔者着眼于平壤定陵寺 ·传东明王 

陵 与大同北魏思远佛寺 ·永固陵在修筑年代 

与布局上的相似性，推定传东明王陵为长寿王 

陵 ，而上文已经将太王陵推定为故国壤王陵， 

那么把将军坟比定为广开土王陵应当是一个较 

为稳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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